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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俄國與經澳門入京的
天主教傳教士

  柳若梅 *

摘  要  在中外交往的歷史上，俄國與澳門雖相距遙遠，但俄國與澳門間接或直接的往

來卻時有出現，特別是俄國與經由澳門入京的天主教傳教士之間的關係，是

歷史上中俄關係中的非常重要的線索，也可稱得上是俄國認識澳門的起點。彼

得堡科學院與北京耶穌會士之間的往來，是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知識交流的重

要一筆。在俄羅斯人初入北京之時，這些天主教傳教士一度是他們了解周圍環

境、學習中國語言和在華順利生活的依靠。在清朝禁教的十九世紀天主教沒落

之時，北京的俄國東正教使團成為天主教傳教士的最後可託付對象。兩者之間

在不同歷史時期相互依靠的關係，保留下很多重要的中國與歐洲關係史資料。

歷史上俄國與經由澳門入京的天主教傳教士的往來，是清代中國與歐洲關係史

研究、俄國與西歐關係史研究的重要內容。

關鍵詞  俄國；東正教；天主教傳教士

* 柳若梅，北京外國語大學全球史研究教授、博士生導師。
本文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2015年度學術研究獎學金項目“歷史
上的俄國與澳門”階段性成果。

俄國地處朔方，偏於歐洲之東，與中國接壤，

自十七世紀始與清代中國開始正式交往。十九世紀

六十年代之前其在華活動範圍不超過北京，邊境貿

易則在恰克圖、尼布楚兩地進行，禁止往他處貿

易，1 往來清朝的使臣及清俄事務由清朝理藩院主

理。澳門地處華南，自十六世紀開埠以來成為歐

洲諸國與中國往來的必經之地，商賈雲集，盛景非

凡。儘管俄國與澳門相距遙遠，但歷史上兩者相互

往來聯繫卻時有出現。明確歷史上俄國與澳門的關

係，不僅對於這兩個主體各自在歷史上與外部世界

的關係來說十分重要，對於理清歷史上俄國、澳門

在中國與歐洲交往中的位置也是必不可少的。俄國

關於澳門的最早記錄來自1675年出使北京的俄國外

交官斯帕法里從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處所認識的澳

門。實際上，自十七世紀下半葉到十九世紀中期，

俄國方面與經澳門入京的歐洲天主教傳教士往來密

切，形成了俄國與澳門的間接關係。

一、俄國來華使節與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

從1675年俄國外交使臣斯帕法里出使中國起，

俄國來華使節直接接觸到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特

別是北京的耶穌會教士。換言之，俄國來華使節與

中國的溝通主要通過北京的耶穌會士進行。斯帕法

里出使之前俄國沙皇賦予的使命之一，便是“力求

在北京的耶穌會教士將中國早期給俄國的四封中國

公函譯成拉丁文，因為在莫斯科過去沒有、現在仍

沒有中文翻譯，以致俄國大君主對中國朝廷當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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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至今仍無所悉。” 2 1676年5月15日，斯帕法

里使團到達北京。理藩院侍郎立刻前來問候，後來

尚書本人隨同耶穌會教士南懷仁也趕來問候。“他

來到後，和使者互相寒暄，使者從面孔看出他是

什麼人，於是開始講拉丁語，問他是不是耶穌會

士，在這裡住了多久？他也同樣用拉丁語回答，

並且因為我們交談和彼此之間能夠理解而感到很

高興。”3 斯帕法里在北京與清朝理藩院大臣的首

次交談在南懷仁翻譯之下得以暢通進行。在談話

中，南懷仁不失時機地對斯帕法里表示，“看在

基督的份上，他樂於替沙皇陛下效勞，樂於幫助做

各種事情……他感到遺憾的是：這樣享有盛名的君

主派出使團前來，而中國人則如此野蠻，對任何國

家的使臣都不尊重，就像前些年接待荷蘭人和葡萄

牙人一樣。而且他們把外國送給他們的禮品稱做貢

品，寫作貢品，在他們的國書中作答的語氣，就象

老爺對奴才一樣，還有許多別的侮辱人的事，以後

會告訴我。”4 斯帕法里在京期間，耶穌會士南懷

仁擔任翻譯，使團抵達後的安置接待、覲見康熙皇

帝禮儀的演練、康熙御前應答、與清政府談判回覆

文書的傳達等，都通過耶穌會教士進行。耶穌會士

問中國皇帝，他們是否可以拜訪俄國來使，皇帝答

不必去拜訪，隨中國官員是因為把他們看成是中國

官員一樣的皇帝的人。儘管清廷不希望耶穌會士與

俄國使臣單獨會面，但是南懷仁與“另一個老耶穌

會士”還是與斯帕法里“談了很長時間，談了許多

話”，耶穌會士入華、入京的艱苦過程，在清廷屢

屢感覺到的屈辱，溢於言表，最後甚至希望“願

上帝給他們一次機會，讓沙皇陛下的軍隊來證明

一下，沙皇陛下和他們之間的高低。”5 在斯帕法

里使華之時，蒙古頭人根忒木爾背叛清廷逃往俄

境，請俄方交還根忒木爾是清朝多次向俄方提出

的確保兩國正常交往的基本前提。但俄方一直百

般推諉，拒不交出逃人。對於中俄之間的這一敏感

問題，在耶穌會士與斯帕法里之間的談話中也有所涉

及：“耶穌會士秘密對使者發誓說，柏格德汗有這樣

的意圖，要是沙皇陛下不引渡根忒木爾，他將不惜

用武力把根忒木爾弄回來，並且要去攻打阿爾巴津

和涅爾琴斯克這兩個邊境城堡，因為現在他們對沙

皇陛下方面異常疑懼，特別是這次通過我們獲悉，

俄國人真的是遵照大君主的諭旨在那裡定居的，而

原先他們以為那些俄國人是做生意移居的，像以前

沿阿莫爾河居住那樣，可以隨時予以殲滅。此外，

現在他們知道，那些城堡裡人數很少，離莫斯科很

遠，而離他們較近，他們想趕在邊界軍隊增加之前

先發制人，他們急需的不是抓回根忒木爾，而是要

探明沙皇陛下的意圖……如果沙皇陛下不願引渡根

忒木爾，那就必須立即派遣重兵去防守那些城堡，

因為中國人自己也感到驚訝，這麼少的人怎麼敢駐

紮在他們這樣的大國邊境。他們這些耶穌會士就像

為上帝服務一樣，樂於替大君主服務，因為他們不

喜歡滿洲人，他們喜歡漢人，他們在漢人時代生活

得更好。”6 斯帕法里回國後撰寫的《中國漫記》7 

中的信息除去北京的親身經歷外，其餘幾乎全都來

自耶穌會傳教士。斯帕法里回國之際，南懷仁還請

求致信俄國沙皇一封。信中除稟告斯帕法里在北京

得到中國皇帝的隆重禮遇外，還請求俄國沙皇眷顧

自己以及整個耶穌會，同時將自己的天文學著作上

呈俄國沙皇。耶穌會教士不僅在康熙御前為中俄溝

通效力，還曾為康熙皇帝轉達致俄國沙皇的信。8

1686年俄國新皇登基後派兩名專使——維紐科

夫和法沃羅夫到北京向康熙皇帝傳送求和國書，兩

名專使在北京覲見康熙時由葡萄牙耶穌會教士徐日

昇和南懷仁居中翻譯。9 兩人在離開北京之際前往

南懷仁處告別，雖未得以相見，但其屬下人員卻將

一些重要信息透露給他們：“柏格德汗願意與俄國

大君主友好相處，希望見到戰爭平息下來；阿爾巴

津城決不能留給俄方；中國沒有工程師，大炮和榴

彈是耶穌會教士維爾比斯特在兩名俄國人的幫助下

鑄造成的；柏格德汗的步兵團為數不多，而且未經

戰陣；荷蘭人曾經前來請求在中國設立商務機構，

遭到拒絕，且不許再來；柏格德汗本來有意派本國

使臣前往俄國，但被他的近臣勸止，理由是中國朝

廷從未向任何國家派過使節，又說柏格德汗曾經

讓耶穌會教士佩雷拉給大君主帶去一封書信。”10  

中俄尼布楚談判由耶穌會士徐日昇、張誠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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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翻譯，1689年8月1日雙方代表到達尼布楚，三

天之後，耶穌會士派人給俄方送來密信，提醒俄

方謹慎行事，方能達到談判目的：“只提醒閣下

在來函中常常淡然提及，但我認為似乎是嚴重疏

忽的事情：佟國綱是皇舅，又是皇帝的內兄，官

高位尊。索額圖是領侍衛內大臣，大於一等公；

論官階雖然不可與之相埒，但他卻高出於他人之

上；其他的人，特別是歐洲人都尊敬他，因此，

特提醒閣下注意。最後，我懇請閣下對異族人能施

予特殊仁慈，對和我們同道的基督教徒加以愛護將

會大有裨益，不要以為不按基督教義對待異族人，

可以獲致善果。尼古拉•加弗裡洛維奇先生 11 來此

時，以恩主自居，表現了許多姿態；若不是我加以

勸阻，他還會做出更多的這種事體。”12 會談進行

得艱難，雙方幾近陷入僵局，其間耶穌會士暗暗對

俄方人員說，“會談期間有中國人在場時，要少和

他們談話，因為他們受到猜疑，似乎已經對他們不

甚信任。”13 談判略有進展之時，“耶穌會士秘密

告訴安德列•別洛鮑茨基，望全權大使速將最後意

圖告知中國欽差大臣，看來耶穌會士期望得到大君

主的恩典，將促使中國使臣議和。否則，中國使臣

不諳禮儀之邦的慣例，頗有大動干戈之意，他們永

遠也不肯把邊界劃到結雅河。安德列•別洛鮑茨基

奉全權大使之命，秘密告訴耶穌會士，他們二位如

此熱心效力，定能獲得大君主的恩典。但全權大使

決不害怕戰爭。現在耶穌會士可以給他安德列留下

一名親信，以便他與他們用信件或其他方式互通訊

息。耶穌會士說，現在不能留人，因為這樣，中國

使臣對他們已經發生了懷疑，等以後雙方願意談判

時，再如此行事。無論如何不能從國庫撥出物品私

下派人饋贈耶穌會士，原因是怕引起中國欽差大臣

對全權大使的懷疑。”14 俄方也試圖通過居間翻譯

的耶穌會士達到目的：“雙方就此項要求進行了十

四天的激烈爭論，隨時都有破壞和平和用兵動武的

危險。陷於此種不快境地的俄國使臣只好求助於同

中國使臣在一起的耶穌會士居間調停。他們又是請

求，又是送禮，打動了耶穌會教士去說服中國人改

持和解的態度。”15 談判結束後，俄方人員與耶穌

會士之間又有秘密交往：“耶穌會士走出帳幕以

後，曾秘密地交給安德列•別洛鮑茨基一封用法文

寫的信。並且在遞信之後，留下自己的一個人。信

中請全權大使給予賞賜，令留下的那個人給他們帶

來貂皮、銀鼠皮（數量請便），做帽子的黑狐皮、

美酒、母雞、牛油；他們相信能得到全權大使的恩

典。同是今晚，耶穌會士留下的那個人給耶穌會士

帶加一封信及從皇庫中提出的下列物品：四十張貂

皮，價值八十盧布；一百張銀鼠皮，價值十盧布；

一張褐狐皮，價值十盧布。另外，全權大使、御前

大臣、勃良斯克總督費奧多爾•阿列克謝耶維奇•

戈洛文本人還贈送了一張黑狐皮，價值五十盧布；

四十張銀鼠皮，價值四盧布；半普特牛油；十五隻

母雞；一桶燒酒。還派了兩名哥薩克將那個人護送

到中國崗哨。”16

中俄尼布楚條約以中俄邊界問題為主，俄國最

關心的俄中貿易問題未有實質推進，為此，俄方希

望了解清政府對中俄貿易所持的態度，了解中國市

場需求。為此，在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向清

朝派出了以伊茲勃蘭特為首的使團。伊茲勃蘭特

使團在京期間，應耶穌會教士的邀請，經康熙皇

帝恩准，還參觀了天主教南堂：教堂建築精美，

內部陳設華麗，陳列館裡擺滿了從歐洲搜集的各種

珍品，最後耶穌會教士們還宴請了俄國使臣，各式

極為精美的點心和糖果、教堂裡自己釀制的葡萄美

酒，使俄國使臣在這裡逗留了很久，最後騎馬盡興

而歸。17 莊嚴華美的北京天主教南堂經俄國使團的

記錄為歐洲和俄國所知。

康熙五十一年出使卡爾梅克的圖理琛使團回程

時帶回了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據隨使團來華的

勞倫茨•朗格的日記記載，隨東正教使團在京期間

從德國耶穌會士紀理安那裡得到了不少有價值的信

息。18 1719年俄國派近衛軍大尉伊茲馬伊洛夫為特

命使臣前往北京。該使團於1720年11月18日抵達

北京，1721年3月2日從北京啟程返回俄國。使團

成員中的勞倫茨•朗格和隨團醫生約翰•貝爾留

下的筆記記錄他他們在京近四個月的時間的生活，

自然是北京的耶穌會士居間翻譯，但除公務活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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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兩者之間的交往依然十分頻繁。如1720年12

月8日，俄國使團成員在天主教南堂與北京的全部

耶穌會士約10-12人共進晚餐，餐食豐盛，餐後耶

穌會士又陪使團成員前往康熙皇帝的馬廄觀看熱帶

動物大象表演。19 1721年2月9日，巴多明、馮秉

正20 （Demail）和穆敬遠（Moran）三位傳教士

前來俄國使團駐地表達問候。2月12日，又由中國

皇帝出資，北京全體耶穌會士宴請俄國使團在天主

教西堂用餐，餐宴由巴多明主持，奢華隆重，康熙

的樂隊餐間演奏伴餐。北京全體耶穌會士又陪同俄

國使團成員一起觀看了雜技表演和翻筋斗表演。21  

2月16日，朗格和貝爾一同前往天主教東堂拜訪了

德國傳教士費隱和戴進賢。22 三日之後，兩人又一

同前往法國天主教堂拜訪，當時羅馬教廷特使嘉樂

來華，大部分傳教士前往朝廷參加康熙皇帝與嘉樂

的會面，他們在北堂只遇到了白晉。23 2月21日巴

多明神父還為俄國使團送來禮物——一條大鱘魚和

一些阿莫爾河打來的新鮮魚。俄國使團即將離開北

京之際，又前往幾個天主教堂與耶穌會士話別。24

俄國使團於1721年3月2日是從北京啟程返回

俄國的，勞倫茨•朗格則作為俄國商務代表駐留北

京。出於為在中國進行貿易活動創造機會的目的，

朗格在3月19日、20日拜訪了一些商人和傳教士，

由於朗格外出時有清朝兵士相隨，這使所拜訪的商

人和耶穌會教士非常畏懼，耶穌會士說，他們的朝

廷官員身份使他們處在與常人不同的立場上。因為

自己的外國人身份，所以一舉一動都必須小心謹

慎，以免被懷疑。25 朗格此行並非其首次來華，在

北京耶穌會士中有與之交往密切者，曾多次派僕人

前往朗格住處問候，但都被守門的清兵攔回。他告

訴朗格關於清廷的不少內情，說中國的許多位高權

重的大臣都不同意朗格繼續留京，但由於皇帝贊同

之意已決，所以這些官員只好順從，他們會逐漸接

受朗格留在北京這個事實。他建議朗格，一旦出現

有利於俄國的時機，朗格就應該立即採取措施。26 

1721年8月14日，馬上就要進入中國領土的俄國商

隊隊長伊斯托普裡科夫給朗格寫信，希望朗格幫助

他從理藩院借銀2,000兩，並保證俟商隊一在北京

貿易便立刻償還。理藩院認為，雖然前有此例，但

俄國商隊不應再次提出類似請求攪擾清廷。適逢此

時正在承德避暑的康熙皇帝希望見到朗格，於是朗

格攜翻譯、僕從於21日趕到熱河。在熱河，朗格很

快與隨行康熙皇帝的耶穌會士會面，得知康熙皇帝

準備讓俄國商隊暫時駐紮在張家口附近的沙漠，待

聖上班師回京後俄國商隊再進京，因為當時許多朝

廷官員都在熱河，商隊即使抵達北京也無法開展貿

易。朗格認為禮部尚書大人如此安排是擔心收不到

俄國商隊將要送給他的禮物。但如果商隊照此駐紮

沙漠，則定會飽受嚴寒和饑餓，還可能導致人員和

大量馬匹死亡，所以朗格對此提議非常抵觸。很快

事情出現轉機：禮部尚書突然奉旨來訪請朗格為幾

位要過境俄國的中國官員簽發通行證。朗格以此為

契機周旋，使俄國商隊直接進入北京。借銀問題，

也在葡萄牙耶穌會士穆敬遠牽線之下，得到康熙皇

帝的第九子饋贈的1,000兩。27

十八世紀初期，中俄邊界摩擦依舊不斷，中國

要求俄國歸還蒙古逃人也未得到俄方的回應，於是

清政府和俄國斷絕了一切信函往來和貿易關係。於

是俄國委派四等文官薩瓦•弗拉季斯拉維奇伯爵為

特命全權使臣出使中國。該使團於1727年10月21

日抵達北京，11月4日得以覲見雍正皇帝，耶穌會

教士巴多明隨侍在側，此行薩瓦與巴多明結為至

交，並在巴多明的幫助下結識內閣大學士馬齊，

從而使恰克圖條約有利於俄國。中俄恰克圖條約簽

訂後，依約派往中國的俄國商隊的隊長勞倫茨•朗

格得到北京的耶穌會教士贈送的漢語和滿語書8套

計82本，這些書成為彼得堡科學院漢語和滿語藏

書的開端。28

二、彼得堡科學院北京天主教傳教士

彼得堡科學院早期的中國書籍收藏與北京耶穌

會教士之間的聯繫遠不止於此。1730年，彼得堡

科學院院士拜耶爾出版了《中國博覽》（Muserm 

Sinicum）一書，在歐洲引起轟動。實際上該書中

的很多內容都與由1715年起多次出使北京的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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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北京的耶穌會教士相關。拜耶爾在1730年與正

在籌備第二批赴華商隊的朗格會面時還得到朗格

贈送的一把中國尺子和一些關於中國長度、重量

單位的資料，《中國博覽》中的西歐、俄國、中

國長度重量單位對照表就是以這些資料為基礎撰

寫的。1731年9月1日拜耶爾寫給北京耶穌會士的

信、贈送給他們的《中國博覽》和德國天文學家

基爾赫的《天文學觀測選編》，都在朗格帶領第

二批俄國商隊（1732年3月22日至9月8日期間在

京）進京時轉交，宋君榮於1732年7月3日寫了回

信，回答了拜耶爾關於中國的天文學書籍、中國的

曆法、耶穌受難日食相關的問題，介紹了北京的法

國傳教士在中國語言、歷史的翻譯與研究方面的工

作，也表達了他們對歐洲學術資訊和歐洲消息的渴

求。29 此次朗格返回俄國時回國時帶回了耶穌會士

宋君榮、戴進賢、巴多明、嚴嘉樂、徐懋德寫給拜

耶爾和德利爾的一批信件，為科學院圖書館帶回了

北京出版的中文書，其中包括巴多明的漢拉字典

和《海篇》、《字彙》。30 1734年9月，朗格來

到科學院提出可以幫助科學院同北京的耶穌會教

士建立通信聯繫，溝通學術信息。在當年10月4

日的《彼得堡消息》（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上刊登了相關的消息。曾任駐中國

商務代表、即將帶領第六批商隊前往中國宮廷的朗

格在造訪皇家圖書館和珍寶館對那裡的中國物品一

一進行了說明，同時仔細查看缺少哪些物品，所缺

少的物品在此次赴華時將得到補充。然後朗格到了

科學院大會，會上德利爾教授比較了科學院原有的

中國地圖和朗格帶回的中國地圖，而拜耶爾教授則

研究了朗格帶回的中國書籍。此後地圖交給了德利

爾教授，書籍則交給了拜耶爾教授。最後科學院成

員與朗格一起商議了與在北京的三個耶穌會（傳教

團）就學術事務通信，並確定了這一點，這對於傳

播學術、對於豐富皇家圖書館和珍寶館的館藏能有

不少的幫助。

在1731年至1777年間，彼得堡科學院通過俄

國往來中國的商隊和使團，一直與北京耶穌會教士

保持著通信聯繫，兩者間互通資訊，交換書刊，更

有北京耶穌教士的文章在彼得堡問世，如彼得堡科學院

的刊物《彼得堡科學院通訊》（Novi Commentarii）上

先後刊登宋君榮 31、劉松齡 32、金濟時 33、韓國英 34 的

文章；戴進賢、徐懋德、嚴嘉樂合寫的文章發表於

拜耶爾的《中國的時間和時間週期》35 一書中；宋

君榮 36 、湯執中 37 分別有文章發表於十八世紀和

十九世紀彼得堡的書刊中。除上述在彼得堡問世的

文章外，目前在俄羅斯科學院檔案館、東方文獻研

究所檔案館、喀山大學圖書館藏有巴多明關於中國

醫學的文章 38 和關於中國生活習俗的文章 39、宋

君榮關於1735-1736年間北京天文觀測的文章 40 

和關於中國歷史年表一書的文章 41 、蔣友仁翻譯

成拉丁文的《尚書》（Chou King書經）、韓國

英1772-1777年間寄來的4篇文章，42 另外還有

宋君榮的北京地圖。每次從北京帶回的信件中先

後有宋君榮、戴進賢、徐懋德、嚴嘉樂、劉松齡

等北京耶穌會士繪製的天文觀測圖和地理圖。43 彼

得堡科學院方面向北京耶穌會發出信件的有12人：

拜耶爾、德利爾、杜維爾努阿、阿姆曼、裡赫曼、

克拉特岑什泰因、蓋賓什特列依特、采依格爾、魯

莫夫斯基、米勒、格梅林和克拉什寧尼科夫；北京

耶穌會士向彼得堡發出信件的有17人：巴多明、戴

進賢、嚴嘉樂、徐懋德、宋君榮、孫璋、陳善策、

傅作霖、劉松齡、湯執中、魏繼晉、蔣友仁、方守

義、楊自新、錢德明、韓國英、金濟時。這些信件

所使用的語言有拉丁文、法文，內容涉及漢語和滿

語、中國歷史和文學、天文學、地理、醫學、物理

和自然史。44 除與彼得堡科學院院士保持通信外，

彼得堡科學院主席、科學院秘書也曾與北京耶穌會

士通信，信件內容涉及交換圖書、交換植物種子、

推舉宋君榮、劉松齡、韓國英為彼得堡科學院榮譽

院士等。根據《彼得堡科學院會議記錄》記載以及

學術界的發掘情況判斷，通信應有約145封，但目

前保存可見的只有85封。彼得堡科學院與北京耶

穌會士的通信和書刊交換，豐富了彼得堡皇家圖

書館和珍寶館的中國圖書和中國物品，豐富了北

京耶穌會士圖書館的歐洲和俄國書籍，豐富了他

們關於歐洲學術界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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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與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

正如第八屆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1794-

1807年在京）團長所言，45 所有生活在北京的修士

大司祭注定都與北京的耶穌會教士交往。由於中俄

關係十分不穩定，俄國商隊時常因中俄邊境的糾紛

而被禁止進入中國，每逢此時，在北京的俄國東正

教團人員就處於與俄國隔絕的狀態，無法得到關於

俄國和歐洲的任何消息。長期在北京生活、在宮廷

任職的天主教傳教士，對於俄國東正教使團人員來

說，既能了解到北京宮廷和歐洲的必要信息。同時

遠離祖國之中北京耶穌會士與他們同屬於基督教世

界的身份、甚至耶穌會士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會

令俄國駐北京東正教使團人員感到慰藉。第一屆東

正教使團團長列紮依斯基抵達北京後，與天主教神

父馬國賢互相拜訪來往，馬國賢日記中記載，“這位

院長的舉止莊重而威嚴，服裝和陳設都異常地整潔。

當他走出教堂的時候，胸前佩戴著十字架，手中拿著

主教的權杖。”46 列紮依斯基明確向馬國賢表示自

己沒有指望能給中國人洗禮，只為俄俘的後代的宗教

生活服務，這與彼得一世對入華東正教使團的諭令完

全一致。甚至為了不與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發生衝

突，在馬國賢面前甚至“裝得像個天主教徒”。後

來貧困潦倒時，列紮伊斯基依然是“想去走訪那些耶

穌會教士”。47 第五屆東正教使團團長去世後，北

京的耶穌會士操辦葬禮安葬，安放墓碑，並在墓碑

背面刻上了中文的祭文。48 百年後的北京，在天主

教在華傳教活動式微之時，俄國東正教使團一方面

顧及清朝對天主教的態度而不敢過多表現出對天主

教傳教團之間友好關係，另一方面畢竟以往所得到

的北京天主教傳教團的幫助，且與天主教同屬基督

宗教，對北京天主教的態度非常微妙。儘管如此，

在德天賜事件中，天主教逢絕處之時，清政府因為

懷疑所有的天主教傳教士而將德天賜的信件被交給

俄國東正教使團團長索夫羅尼格裡鮑夫斯基以了解

其內容。危難之時索夫羅尼藉口不太懂信件所寫的

語言，婉言拒絕解讀，從而使信中涉及的那些傳教

士免於牢獄甚至滅頂之災。49

天主教傳教士多年在北京經營、傳教，他們撰

寫翻譯的關於中國的書籍，成為北京東正教傳教士

研究中國的重要資料。天主教傳教士所積累的教理

教義書籍，都為東正教傳教士所利用，以之為藍

本，編寫整理出適合用於向俄俘後代宣傳東正教的

讀本，如第九屆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團長比丘林

就從耶穌會士1739年刊刻的教理問答讀本中摘錄編

纂出講解東正教的教理普及冊；50 1816年在比丘林

與福文高的通信中交換理解和翻譯聖經的心得。51

天主教傳教士自明末便在中國宮廷任職，東正

教傳教士入華後在中國語言、歷史文化學習以及基

督教傳播的過程中，較多地採用了天主教傳教士積

累下來的相關成果。早在彼得堡科學院成立之初

的十八世紀三十年代，馬若瑟的漢語語法書、漢

語詞典已為俄國人所知。52 1729年到達北京的第

二屆東正教使團團長普拉特科夫斯基（Антоний 
Платковский）曾將耶穌會士編寫的漢語學習資

料帶回俄國，這份資料後又交給了1744-1755年

在京的第四屆使團，使團成員抄寫複本並依之與當

地居民交談，培養了語言能力。53 1733年俄國駐北

京商務代表朗格曾去理藩院請求允許學習漢語和滿

語的學生盧卡•沃耶伊科夫把巴多明神父的法漢詞

典譯成俄語。54 1781-1794年間在北京的第七屆東

正教使團隨團學生安東•弗拉德金曾抄錄耶穌會士

所編漢拉詞典。55 在俄國東正教第九屆駐北京使團

團長比丘林在俄國大量發表關於中國的論著之前，

耶穌會士關於中國的記述是俄國了解中國的重要途

徑之一，通過天主教傳教士的論著和詞典了解中國

的語言和歷史文化，也是不少在京東正教傳教士的

選擇。他們所留下的漢語拉丁語詞典，也不免借鑑

在京天主教傳教士的語言資料，現在俄羅斯科學院

東方文獻研究所檔案館、聖彼德堡大學東方系圖書

館藏有第九屆東正教使團團長比丘林以及第八屆、

第十屆使團成員編纂的多種拉丁語漢語詞典，在這

些詞典的編纂過程中，天主教傳教士的語言資料定

是重要的參考資料。56 處理畢學源身後財產的魏若

明神父本人，就翻譯過法國傳教士編的漢語詞典，

用於俄國東正教使團成員的漢語學習。57 即使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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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傳教士在北京的地位已是岌岌可危，俄國東正教

駐北京使團與北京天主教傳教士之間依舊保持著新

使團到京後相互拜訪的傳統。在俄國第九屆、第十

屆使團交接之時，1821年4月18日，北京的葡萄牙

主教畢學源向俄國東正教使團駐地派出四輛按中式

裝飾精美整齊的四駕馬車，接俄國東正教使團全體

成員前往天主教南堂做客（實際只有新舊兩位使團

團長、監督官、主要隨行人員得以前往），參觀南

堂後，主客把酒相談，興致不盡。58 1830-1831年

間第十屆、第十一屆使團交換之際，畢學源主教再

次邀請俄國客人到南堂做客。主人仔細準備餐食甜

點咖啡，並正裝陪餐，顯示出招待之隆重。主客暢

談歐洲、俄國、中國時事，坦誠相見。59 護送第十

一屆俄國東正教使團前往北京的哥薩克衛隊長切列

帕諾夫（С.Черепанов）受命摹畫北京的東正教

堂。畢學源有感於此，請求切列帕諾夫摹畫天主

教南堂。1831年4月4日，切列帕諾夫在日記中這

樣記載北京天主教南堂：

圖1•切列帕諾夫畫於1831年的北京天主教南堂，現藏於俄羅斯國家圖書館手稿部（聖彼德堡）（ОР, ф. 1272,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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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大早我便滿懷驚奇地看到了這所

寬大的教堂：竟有幾排淨室，教堂高大。

這是一座歐式建築，正面聳立著兩座高達

二十俄丈的高塔，是全北京最高的建築。走

上教堂的高處需要穿過教堂。教堂的牆上裝

飾著精美的聖史圖畫，全都保持得那樣潔淨

完好……登上唱詩班位，我停在損壞嚴重的

風琴前。據說，風琴剛剛安裝好時，聲音傳

遍教堂周圍的整個地區，引來好奇的人群，

導致街上水泄不通，甚至巡捕都趕來阻止彈

奏。有人說，聖樂對中國人接受基督教有很

大影響……最後我登上其中的一座高塔：整

個北京盡收眼底！四個方向無一不望……然

後我環繞教堂的花園、側冀，共有75個單獨

的建築，每個又各有十間或更多的房間。可

現在這麼一個大園子裡卻只住著一位風燭殘

年的老人！這種空曠造成一種令人至死的愁

悶，令人不免憂鬱——基督教不能進入這個

國家，這不免令人垂淚。60

切列帕諾夫為畢學源摹畫的北京天主教南堂、

天主教墓地的水彩畫現收藏於俄羅斯聖彼德堡的國

家圖書館。（圖1、圖2、圖3）

在北京慘淡經營的天主教傳教士，與俄國東正

教使團成員來往、接待他們來教堂做客成為生活中

的愉悅之事；至天主教在華傳播難以為繼的十九世

紀三十年代，適逢第十一屆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使

團在京（1830-1840年間在京）。畢學源生前委託

第十一屆東正教使團團長魏若明處理身後財產。魏

若明將這一託付作為一件莊嚴要事，依約處理天主

教遺留資產，依約將所得錢款寄往澳門，雖後來在

東正教使團內部和俄國外交部亞洲司風波頻發，仍

舊不負所托。61

天主教傳教士多年在北京經營、傳教，他們撰

寫翻譯的關於中國的書籍，成為北京東正教傳教士

研究中國的重要資料。天主教傳教士所積累的教理

教義書籍，都為東正教傳教士所利用，以之為藍

本，編寫整理出適合用於向俄俘後代宣傳東正教

的讀本，如第九屆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團長比

丘林就從耶穌會士1739年刊刻的教理問答讀本中

摘錄編纂出講解東正教的教理普及冊；62 1816年

在比丘林與福文高的通信中交換理解和翻譯聖經

的心得。63 1795年起，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開

始建設自己的圖書館。在1821-1830年間，修士

大司祭彼得（第十屆東正教使團團長）全力收集北

京耶穌會士翻譯撰寫的漢語、滿語、蒙語基督教書

籍，在豐富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圖書館的同時，

也為彼得堡的亞洲博物館、外交部圖書館和俄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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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切列帕諾夫畫於1831年的北京天主教傳教士陵園圖之一，現藏於俄羅斯國家圖書館手稿部（聖彼德堡）（ОР, ф. 1272, № 19）

圖3•切列帕諾夫畫於1831年的北京天主教傳教士陵園圖之二，現藏於俄羅斯國家圖書館手稿部（聖彼德堡）（ОР, ф. 1272,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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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大學圖書館購買了不少，目前仍是俄羅斯相關

圖書館的珍貴館藏。

結語

俄國自國家建立百餘年起便從東羅馬帝國接受

基督教，強制性地將之確定為國教，成為基督教大

家庭中的一員。十七世紀俄國向清朝首次派出外交

使節時，曾在歐洲多國任職的斯帕法里了解天主教

在華已發展百餘年，並在出行之前就計劃必要時在

北京尋求天主教傳教士的幫助。斯帕法里之行成為

俄國認識中國全境的重要起點，也是俄國了解澳門

的起點，也是俄國與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往來的起

點。1725年正式開辦的彼得堡科學院，邀請歐洲最

重要的學者前來任職以培育和帶動俄國科學文化的

發展。彼得堡科學院院士利用俄國商隊從北京帶回

的資訊展開研究，他們與經由澳門來到北京的耶穌

會傳教士的通信、圖書交換，彼得堡科學院邀請北

京的耶穌會傳教士擔任通訊院士，是中國、俄國與

歐洲之間的知識、文化深入交流的體現。儘管自十

一世紀基督宗教教派分裂後天主教與東正教在基督

宗教內部分屬於水火不容的東方教派和西方教派，

但俄國在向清朝派出東正教使團之時，天主教已進

駐北京百餘年、天主教傳教士入主清朝欽天監。俄

國方面因此憚於天主教在清廷的地位而在選派人選

時特別注意挑選擅長周旋人際事務者，並明確要求

駐華的東正教教士要與在華天主教傳教士協調友好

關係，爭取他們的幫助。東正教入京之初天主教在

華傳播已成規模，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對東正教使

團扶持幫助；十九世紀天主教在華沒落之時，北京

的東正教使團成為天主教傳教士的依託和慰藉，兩

者之間在不同歷史時期相互依靠的關係，保留下

很多重要的中國與歐洲關係史資料。歷史上俄國

與經由澳門入京的天主教傳教士的往來，是清代

中國與歐洲關係史研究、俄國與西歐關係史研究

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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